
数字有形状吗？数字信息精确性和品牌标

识形状的匹配效应 

杨 晨 1   陈增祥 2
 

（1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广州 510641）（2 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珠海 519082） 

摘 要 数字的精确性（精确 vs. 大概）会影响人们的各种心理与推断，本文在已有研究

的基础上提出数字精确性与形状之间存在关联。具体而言，精确数字会更有可能被感知为多

角，而大概数字更可能被感知为圆润。实验一和二分别通过内隐联想测试和消费情境确认这

一效应的存在，实验三进一步探讨了流畅性感知对上述匹配效应影响消费者产品评价的中介

作用，实验四则通过反转数字的性别象征意义，提出了匹配效应的边界条件：当人们头脑中

形成“精确=女性、大概=男性”的联系时，会产生精确数字——圆润形状和大概数字——

多角形状的匹配关系。这些结果说明了数字信息与形状信息之间存在认知关联，它对理解个

体如何加工数字信息、形状信息以及企业如何利用这些信息提供了一定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 数字信息；品牌标识形状；感知流畅性 

分类号 

1 问题提出 

数字信息在人类社会无处不在，从今天是周几到此时此刻的温度几何，从人们在意的价

格变化到网上真假难分的口碑评分，数字都扮演着重要角色。数字作为一种抽象概念表征，

会与其他类型的表征存在关联，如空间位置。研究发现数字大小与空间左右位置相关联，小

数字与左边位置相对应，大数字则与右边位置对应（Dehaene, Bossini, & Giraux, 1993）。这

种认知联系会影响消费者对处于左右不同位置产品的价格估计（Cai, Shen, & Hui, 2012）以

及对产品的新旧评估（冯文婷, 汪涛, 2017）。本文则在此基础上探究数字是否与空间中的

形状特征存在关联，准确而言，数字的精确性（Numerical precision）是否与多角或圆润形

状相关联。一个不以零结尾的精确数字（Precise number，如 199.41 或 199，Janiszewski & Uy, 

2008; Thomas, Simon, & Kadiyali, 2010; Yan, 2016）是否会与多角的形状相对应？而更多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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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结尾的大概数字（Round number，如 200）是否会与圆润的形状相对应？实际上，我们将

要探究的数字精确性与形状之间的关联在生活中已有所体现，比如人们常用形状来表达数字

的精确性。在英文中精确数字常被叫作“Sharp numbers”，直译即为“尖锐的数字”（Isaac & 

Schindler, 2014）；而大概数字则被叫做“Round numbers”，它与圆润的形状共享同一个单词

“Round”（Zhu & Argo, 2013）。 

具体而言，本文聚焦于数字精确性与形状之间的联系，并将其具体落实在探索产品数字

信息精确性和品牌标识形状（Logo shape）之间的匹配关系及其效应，即产品的精确数字信

息是否与多角品牌标识（由笔直的线条以及尖锐角度组成，如三角形）更匹配？而大概数字

信息是否与圆润品牌标识（曲线型的，无尖锐角度，如圆形）更匹配？更进一步，我们考察

这种匹配关系是否影响消费者的产品评价？即当产品采用大概数字信息（vs. 精确数字信息）

时，消费者对带有圆润品牌标识（vs. 多角品牌标识）的产品有更高的评价？本文的理论贡

献主要体现在两方面：（1）通过论证数字精确性与空间形状之间的关联，一方面可以加深

人们对数字信息加工的理解，另外也为数字编码与空间表征之间的关系提供新的证据，即数

字除了与空间位置存在关联（e.g., Cai et al., 2012），还与空间形状存在匹配关系；（2）为

品牌标识研究提供了新的启示。作为最基础且最核心的品牌视觉元素，品牌标识本身特性会

影响消费者产品评价（e.g., Jiang, Gorn, Galli, & Chattopadhyay, 2016）。本文在现有研究基

础上补充表明品牌标志本身特征还会与品牌其他信息（如数字信息）产生交互作用，进而共

同影响消费者的产品评价。 

1.1 数字精确性与空间标志形状的匹配关系 

数字具有空间特性（徐晓东，刘昌，2006），比如数字大小与左右位置存在关联（Dehaene 

et al., 1993），左手（右手）对小数（大数）反应更快。但数字（精确性）与空间特性之一

的形状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呢？现有几个领域的文献为我们提出数字与形状之间的关联关系

提供了依据。 

首先，语言学中存在着数字与形状之间对应关系的直接证据。例如，英文表达中的精确

数字（Sharp numbers）与多角形状（Sharp shapes）共享相同的英语单词“Sharp”，而大概数

字（Round numbers）与圆润形状（Round shapes）则共享相同的英语单词“Round”（Isaac & 

Schindler 2014; Schindler & Yalch 2006）。虽然汉语中不存在数字与形状直接的语言对应，

但“尖锐”和“圆润”形状同样常常被引申用以表达“精确”与“粗略”之意。例如“看问

题很尖锐”是用形状来形容人的眼光精准深刻，“做事很圆滑”则指为人处世善于敷衍讨好

ch
in

aX
iv

:2
01

90
3.

00
21

6v
1



/不较真。形状与数字在语言中的这种对应关系已被证实会影响人们的判断。例如，圆润的

形状通常与“完美”、“完整”、“完成”这些概念紧密联系。Jia, Krishna 和 Li（2017）

发现当给实验参与者六种形状（三角形、正方形、菱形、圆形、长方形和梯形），并让他们

从中选择最能带给他们 “完成”感知的形状时，有 67.8%的参与者选择了“圆形”这一形

状。与此同时，由于大概数字的表达采用了与圆润相关的词语（Round numbers），Yan 和

Pena-Marin（2017）进一步提出这会导致大概数字与“完成”感知之间产生紧密的联系。因

此，当买方考虑达成/完成一笔交易时，卖方提出的报价数字属于大概数字（vs. 精确数字）

时，买方会更容易产生一种目标完成感，从而接受这个报价。 

基于此，来自语言学的证据表明形状与数字之间可能存在对应的关系：精确数字与多角

形状共享了相似的语言表达而产生匹配关系，大概数字与圆润形状共享了相似的语言表达而

产生匹配关系。 

其次，来自社会认知领域的许多研究发现不同精确程度的数字在人们心目中的象征意义

与不同形状所代表的象征意义存在匹配关系。尽管数字是一个用来指代数量关系而没有具体

感觉属性的抽象概念，但近来研究发现不同精确程度的数字可以引发人们不同的心理状态或

情感体验。具体而言，精确数字能够让人们联想到能力、理性、信心、男性化与攻击性；而

大概数字则容易让人们联想到情感、包容、妥协和女性化等（Backus, Blake & Tadelis, 2015; 

Jerez-Fernandez, Angulo, & Oppenheimer, 2014; Wadhwa & Zhang, 2015; Xie & Kronrod, 2012; 

Yan, 2016）。例如， Backus 等（2015）发现相比起给出一个低但精确的报价（如 198 元），

如果卖家给出的是相对高但更大概的报价（如 200 元），他们反而会得到买家更低的还价。

作者认为报价信息的精确程度代表了卖家的态度，包含大概数字的报价显示出卖家急于促成

交易，所以买家会认为即使给出更低的还价，卖家也会倾向于妥协；反之，包含精确数字的

报价则显示出卖家并不着急促成交易，买家推断卖家在态度上会更强势。因此，精确数字（大

概数字）的报价给买家以更对抗性（更妥协性）的感觉。又比如，Yan（2016）发现数字是

有“性别”的，即精确数字更多与男性概念相联系，大概数字更多与女性概念相联系。当用

精确数字（大概数字）来呈现新生儿的出生日期、身高和体重等信息时，人们会更多地将该

新生儿判断为男性（女性）。 

上述这些因数字精确性不同而带来的象征意义与形状所代表的象征意义相符。在心理学、

美学和营销学的研究中已有大量研究表明多角形状与能力、对抗、严肃以及男性化等抽象概

念相关联，而圆润形状与热情、妥协、感性以及女性化等抽象概念相关联（Arnheim,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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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vner, 1935; Jiang et al., 2016; Liu, Bogicevic & Mattila, 2018）。例如，在美学研究中发现多

角形状经常与个人主义、强壮、攻击性和力量相联系，且被感知为一个目标刺激与它周围环

境的对抗或者不妥协；而圆润形状则与协调和友善相联系，且被感知为一个目标刺激与它周

边环境的妥协（Arnheim, 2010; Zhang,Feick & Price, 2006）。此外，Palumbo, Ruta 和 Bertamini

（2015）通过内隐联想测试发现人们通常将圆润形状与女性化名字相联系，而多角形状与男

性化名字相联系。 

综上，社会认知领域的相关研究为数字－形状之间的匹配关系提供了大量的证据。具体

而言，如同多角形状，精确数字也更能够让人们联想到能力、理性、信心、男性化与攻击性；

而大概数字则类似圆润形状，它容易让人们联想到情感、包容、妥协和女性化等（Backus et 

al., 2015; Jerez-Fernandez et al., 2014; Wadhwa & Zhang, 2015; Xie & Kronrod, 2012; Yan, 

2016）。结合语言学证据和社会认知领域的研究证据，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1：相比起圆润形状，多角形状与精确数字信息更匹配；相比起多角形状，圆润形状

与大概数字信息更匹配。 

1.2 匹配效应以及流畅性感知的中介作用 

本文进一步在消费情境中考察产品数字信息的精确性与品牌标识形状的匹配关系对消

费者产品评价的影响，以及流畅性感知所起的中介作用。 

大量研究已证实，当人们面对的信息与其当前的心理表征状态相匹配时，个体会体验到

流畅性感知。流畅性感知会使人们对当前的消费事件产生“正确感”，进而提高对消费事件的

评估（Reber, Schwarz, & Winkielman, 2004）。例如，Lee 和 Aaker（2004）发现当信息框架

（获得 vs. 损失）与人们的调节聚焦（促进 vs. 预防）相匹配时，个体会体验到更高的流

畅性，而这种流畅性体验中介了调节匹配对广告说服的效果。结合前人研究，本文预测，当

同时呈现精确数字和多角品牌标识，或同时呈现大概数字和圆润品牌标识时，两者的匹配关

系会增强个体在加工信息中体验到的流畅性感知，进而增强产品评价。因此，我们假设如下： 

H2a：在精确数字信息背景下，呈现多角品牌标识（相比起呈现圆润品牌标识）会引发

更高的消费者评价； 

H2b：在大概数字信息背景下，呈现圆润品牌标识（相比起呈现多角品牌标识）会引发

更高的消费者评价； 

H2c：流畅性感知中介了品牌标识与产品数字信息对消费者评价的共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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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文章将通过四个实验来验证形状与数字匹配关系的推断。实验 1 通过内隐联想

测试比较四种配对状态（精确数字+多角形状 vs. 精确数字+圆润形状 vs. 大概数字+多角形

状 vs. 大概数字+圆润形状）下的反应时差异来检验该推断。实验 2 进一步检验两者的匹配

效应，即产品数字信息与品牌标识的匹配关系是否影响消费者产品评价。实验 3 探讨流畅性

感知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实验 4 则从象征意义的角度进一步为上述匹配效应提供边界条件。

我们预期，当精确数字与多角形状相匹配，而大概数字与圆润形状相匹配时，反应时会显著

比另两种情况下更快，产品评价也会更高；与此同时，反转数字的性别象征意义，则可以起

到反转数字与形状之间的匹配效应的作用。 

2 实证研究 

2.1 实验 1 数字信息与形状信息之间的联系 

实验 1 的目的是通过内隐联想测试验证数字精确性信息与形状之间的匹配联系是否存

在。研究采用 2（形状：多角 vs. 圆润）× 2（数字：精确 vs. 大概）两因素被试内实验设

计，因变量为不同关系下被试对数字信息的反应时和正确率。 

2.1.1 实验材料和流程 

正式实验共有 39 名大学生参与，其中有 19 名男生。内隐联想测验 IAT 程序采用 E-prime 

2.0 编程，用电脑呈现刺激并记录反应。实验采用个别施测，被试按电脑屏幕上的指导语完

成 IAT 测验所包括的 7 个步骤。实验均采用 14 英寸的 ThinkPad 相同配置电脑，尽量保证

被试在实验过程中不受其他因素影响。实验 1 共采用了 25 张多角图片和 25 张圆润图片。多

角图片均为生活中常见的平面几何图片，如三角形，正方形等，圆润图片则是通过 Photoshop

图片编辑器将多角图片的尖角变成圆角而形成。同时，实验 1 还采用了 25 个精确数字和 25

个大概数字，其中，精确数字由包含小数点的精确数字，如 348.5（占精确数字中的 46%），

和不包含小数点的精确数字，如 2019 组成（占精确数字中的 54%）；大概数字由结尾包含

0 的数字，如 3970 组成。无论精确数字还是大概数字，均为四位数，以避免数字位数不同

导致反应时和正确率差异。 

值得说明的是在本实验及后面三个实验中，我们均采用了阿拉伯数字而非语言文字（如，

六点零）来表达数字信息，原因如下：首先，相比起语言表达的数字信息，采用阿拉伯数字

来表达数字信息更为常见，也更符合人们的日常信息加工习惯。人们在日常生活和生产中无

时无刻不与阿拉伯数字打交道，在人们头脑中早已习惯了阿拉伯数字，用它来表征简单算术，

用于多个数字计算和比较，它是数字的标准形式。相对于用汉语呈现数字信息或者用英文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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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数字信息的不熟悉感，人们在加工阿拉伯数字信息时能在较短时间内激活更多的有效信息，

且无需更多的认知资源，出现错误的可能性也相对较小（曾细红，2007）。其次，在以往探

讨不同精确程度数字会启动不同概念联系的前人文献中，采用的都是阿拉伯数字表达的数字

信息，并未采用英文表达或中文表达来数字信息。例如，在 Yan（2016）的研究用 90.02 代

表精确数字，用 90 代表大概数字（见实验 6）。Jerez-Fernandez 等人（2014）的研究发现相

对于大概数字（2600），当人们采用更为精确的数字（如 2611）来对事物进行估计时会显

得更有自信（见实验 1）。其他数字研究中也是采用了阿拉伯数字来表达数字信息（Pena-Marin 

& Bhargave, 2016；Schindler & Yalch, 2006）。基于此，本文借鉴了前人的研究，采用阿拉

伯数字来表达数字信息。 

实验中的参与者被告知本研究的目的在于理解人们的归类过程。所有的参与者被要求尽

可能将一系列刺激归入两个相对应的类别维度：数字维度和形状维度中。实验共分为 7 个步

骤：第一步，要求被试对 20 个不同的形状进行归类，并分别按不同的键进行反应（多角形

状按“F”键，圆润形状按“J”键）；第二步，要求参与者对 20 个不同的数字进行归类，并分

别按不同的键进行反应（精确数字按“F”键，大概数字按“J”键）；第三步，要求参与者对不

同的10个形状和10个数字进行联合归类，即把多角形状和精确数字归为一类（均按“F”键），

把圆润形状和大概数字归为一类（均按“J”键）。第四步与第三步相同，只是实验次数增加

为第三步的两倍；第五步，仍然要求参与者对不同的 20 个数字进行归类，但按键要求与第

二步相反（精确数字按“J”键，大概数字按“F”键）；第六步，仍然要求参与者对不同的 10

个形状或 10 个数字进行联合归类，但要求把多角形状和大概数字归为一类（均按“F”键），

把圆润形状和精确数字归为一类（均按“J”键）。第七步与第六步相同，只是实验次数增加

为第六步的两倍。第三步和第四步涉及的数字和形状之间的关系，为一致关系；第六步和第

七步涉及的数字和形状之间的关系，为不一致关系。这两种不同的联结归类模块（Block）

后面隐藏的逻辑是：如果精确数字确实与多角形状产生联结，大概数字确实与圆润形状产生

联结，那么相比起不一致关系的模块，实验参与者在一致关系的模块下反应会更快一些。另

外，为了避免学习效应或者认知惰性的影响（Messner & Vosgerau, 2010），本实验对一致关

系的模块和不一致关系的模块的呈现顺序进行了平衡，即一半的被试先完成一致关系的模块，

另一半的被试则先完成不一致关系的模块。实验结束后向参与者解释实验目的。 

2.1.2 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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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Greenwald, Nosek 和 Banaji（2003）以及钱淼、周立霞、鲁甜甜、翁梦星和傅根跃

（2015）提出的 IAT 数据剔除与分析方法，满足以下三条标准中任意一条的被试将被剔除：

（1）所有试次（trial）中低于 300ms 的试次超过 10%；（2）错误率大于或等于 35%；（3）

平均反应时间在所有参与者平均反应时加减 3 个标准差以外。按照上述三个标准，有 3 名参

与者因为错误率高于 35%被剔除，最后共有 36 名参与者进入后续的数据分析阶段。此外，

用正确反应的平均反应时加 600ms 代替每一个任务内错误的反应，同时剔除反应时超过

10000ms 和低于 300ms 的试次。 

实验预分析并未发现性别和顺序（一致关系模块还是不一致关系模块先开始）效应，因

此在后面的数据分析中性别和顺序变量不再考虑。与前人研究一致，将步骤三（练习阶段）

和步骤四（正式阶段）的数据作为一致关系的数据进行分析，将步骤六（练习阶段）和步骤

七（正式阶段）的数据作为不一致关系的数据进行分析（Greenwald et al., 2003）。 

以平均反应时为因变量，2（形状：多角 vs. 圆润）× 2（数字：精确 vs. 大概）重复

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形状主效应不显著（F (1, 35) = 0.84, p > 0.05, 
2 
= 0.003），数字主效

应不显著（F (1, 35) = 0.19, p > 0.05, 
2 
= 0.001），两者的交互作用显著（F (1, 35) = 16.94, p 

< 0.001, 
2 
= 0.20；见图 1 左侧）。具体而言，相比起与圆润形状共享相同按键，当与多角

形状共享相同按键时，实验参与者对精确数字的反应时更快（M 多角 = 817.99, SD = 190.77, vs. 

M 圆润 = 941.11, SD = 209.32; F (1, 35) = 10.97, p < 0.01, Cohen's d = 0.61）；相反，相比起与多

角形状共享相同按键，当与圆润形状共享相同按键时，实验参与者对大概数字的反应时更快

（M 多角 = 971.67, SD = 238.45, vs. M 圆润 = 811.25, SD = 170.90; F (1, 35) = 14.14, p < 0.01, 

Cohen's d = 0.77）。 

以平均正确率为因变量，2（形状：多角 vs. 圆润）× 2（数字：精确 vs. 大概）重复

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形状主效应不显著（F (1, 35) = 1.78, p > 0.05, 
2 
= 0.01），数字主效

应不显著（F (1, 35) = 3.02, p > 0.05, 
2 
= 0.03），两者的交互作用显著（F (1, 35) = 4.42, p < 0.05, 


2 
= 0.05；见图 1 右侧）。具体而言，相比起与圆润形状共享相同按键，当与多角形状共享

相同按键时，实验参与者对精确数字的平均正确率更高（M 多角 = 0.94, SD = 0.11, vs. M 圆润 = 

0.87, SD = 0.17; F (1, 35) = 9.46, p < 0.01, Cohen's d = 0.49）；相反，相比起与多角形状共享

相同按键，当与圆润形状共享相同按键时，实验参与者对大概数字的平均正确率倾向于更高，

但结果并没有达到0.05水平的显著性（M 多角 = 0.86, SD = 0.16, vs. M 圆润 = 0.88, SD = 0.17; F (1, 

35) = 0.43, p > 0.05, Cohen's d =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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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实验 1 不同形状背景下被试对不同数字信息的平均反应时（左）和平均正确率（右）（M±SD） 

注：*代表在 p=0.05 水平下显著，**代表在 p= 0.01 水平下显著，*** 代表在 p= 0.001 水平下显著。 

为了排除由精确数字与大概数字在有无小数点上存在的差异对实验结果造成的影响，我

们将数字类型分为三种：带小数点的精确数字、不带小数点的精确数字以及不带小数点的大

概数字，并对这三种类型的数字反应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发现数字类型的效应并不

显著（M 有小数点精确数字 = 812.90, M 无小数点精确数字 = 891.73, M 大概数字 = 835.66, F (2, 3917) = 2.04, p > 

0.05, 
2 
= 0.001。因此数字本身的差异并不影响实验参与者的反应。 

这些结果支持了假设 1，说明在个体的概念网络中，相对而言，精确数字与多角形状联

系更紧密、大概数字与圆润形状联系更紧密。根据 Greenwald 等（2003）提出的 IAT 数据

分析方法，本实验计算得出反映内隐态度方向强弱的 D 值。D 值由不一致任务和一致任务

的反应时平均数之差除以两个任务上所有反应时的标准差而得到。D 值有正有负，范围在-2

至 2 之间，正数代表一致关系联系更紧密，负数代表不一致关系联系更紧密（Greenwald et al., 

2003）。采用单样本 t 检验确认结果是否显著大于 0。结果表明 M = 0.71 > 0, t (71) = 5.38, p < 

0.001。说明实验一的 D 值显著大于 0，一致关系联系更紧密，该结果进一步证实了精确数

字－多角形状和大概数字－圆润形状之间存在概念联结。 

2.1.3 讨论 

实验 1 的结果支持了 H1，证实了数字精确性与形状之间存在的匹配关系，即被试认为

相对于圆润形状，精确数字更紧密地与多角形状联系在一起；而相对于多角形状，大概数字

更紧密地与圆润形状联系在一起。但是本实验存在一些不足。在大概数字组中包含的数字均

以数值“0“结尾，而在精确数字组中数值“0”的个数相对更少，这有可能导致本实验的结

果具有另一种解释，即大概数字由于其包含的“0”更多，从而与圆润形状在视觉上更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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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精确数字包含的 0 较少，所以与圆润形状更不相似。为了排除这一解释，我们在后续的实

验中进一步增加了精确数字情境中 0 的个数，以此来与大概数字中的 0 的个数相匹配。接下

来，实验2将在实验1的基础上通过营销情境进一步验证数字精确性与形状之间的匹配关系，

以及由此导致的对消费者产品评价的影响。 

2.2 实验 2 产品数字精确性与品牌标识对消费者产品偏好的影响 

实验 2 采用 2（标识形状：多角 vs. 圆润）× 2（数字信息：精确 vs. 大概）被试间实

验设计。其目的在于检验标识形状与数字精确性信息之间是否存在匹配关系，以及是否影响

消费者对该产品的评价。 

2.2.1 实验材料和流程 

正式实验邀请 125 名普通成人消费者在线填写问卷，其中包括 56 名男性。核对之后，

没有不合格问卷被删除，最终得到 125 份有效问卷。所有人被随机分配到了四个组。首先，

实验参与者被告知本研究目的在于了解消费者对产品的喜好。紧接着，参与者会看到一张棉

被的产品海报，除了品牌标识图示、棉被产品图片和产品数字信息（重量和价格）以外，该

产品海报未包含其他信息。品牌标识图示由多角或者圆润的字体以及图形组成，并出现在产

品当中以及海报的右下方（Jianget al., 2016）。产品数字信息由产品重量和定价构成，在精

确数字信息组，产品重量为 4.05KG，推荐价为 319.9 元；在大概数字信息组，产品重量为

4KG，推荐价为 320 元（具体实验材料可参看附录）。当看完棉被的产品海报后，参与者被

要求完成对该产品品牌态度（差－好/不喜欢－喜欢/负面－正面/完全不值得信赖－完全值得

信赖, =0.90; Chae & Hoegg, 2013; Jiang et al.,2016; Yan, 2016）的 7 分量表评定。最后，实

验参与者填写自己的个人信息并结束实验。值得说明的是，本实验之所以选择棉被为实验材

料刺激物，是因为棉被为大众熟悉且不存在男女使用差异的品类，这就避免了性别因素可能

造成的影响。而且为避免品牌熟悉度可能造成的干扰，本研究采用的棉被品牌为虚拟品牌

Farber。 

2.2.2 统计分析 

以品牌评价为因变量，进行 2（数字信息：精确 vs. 大概）× 2（品牌标识：多角 vs. 圆

润）的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品牌标识主效应不显著（F (1, 121) = 3.59, p > 0.05, 
2 

= 0.02），

数字信息主效应显著（M 精确 = 5.37, SD = 0.11, M 大概 = 5.05, SD = 0.11, F (1, 121) = 3.97, p < 

0.05, 
2 
= 0.03），更为重要的是该显著主效应受到品牌标识形状因素的调节（F (1, 121) = 

21.69, p < 0.001,
2 
= 0.14；见图 2 所示）。具体而言，当产品采用精确数字信息时，比起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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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的品牌标识，实验参与者对呈现多角品牌标识的产品态度评价更高（M 多角 = 5.59, SD = 1.06, 

M 圆润 = 5.14, SD = 1, F (1, 121) = 3.90, p = 0.05, Cohen's d = 0.44）；反之，当产品采用大概数

字信息时，比起多角品牌标识，参与者对呈现圆润品牌标识的产品态度评价更高（M 多角 = 4.52, 

SD = 0.61, M 圆润 = 5.57, SD = 0.81, F (1, 121) = 20.99, p < 0.001, Cohen's d = 1.46）。这些结果

支持了假设 2a 和 2b。 

 

 

 

 

 

 

 

 

 

图 2 实验 2 中产品数字信息和品牌标识对消费者品牌态度的影响（M±SD） 

注：*代表在 p=0.05 水平下显著，**代表在 p= 0.01 水平下显著，*** 代表在 p= 0.001 水平下显著。 

2.2.3 讨论 

实验 2 的发现支持了 H2a 和 H2b，证实了产品数字信息与品牌标识形状之间的匹配效

应。当产品采用精确数字信息时，相比起圆润品牌标识，消费者对采用多角品牌标识的产品

评价更高；反之，当产品采用大概数字信息时，相比起多角品牌标识，消费者对采用圆润品

牌标识的产品评价更高。实验 1 和 2 共同验证了数字精确信息与空间形状之间的匹配效应，

在接下来的实验 3 中我们将进一步验证流畅性感知在其中所起到的中介作用。 

2.3 实验 3 感知流畅性的中介作用 

实验 3 采用 2（品牌标识：多角 vs.圆润）× 2（数字信息：精确 vs.大概）被试间实验设

计。研究目的一方面在于通过不同的产品品类（电脑包），不同的操纵方式来进一步验证品

牌标识形状和产品数字精确性之间的匹配效应；另一方面则在于检验这一匹配效应是否以消

费者对产品信息的流畅性感知为中介。自变量为品牌标识形状和产品数字精确性信息，中介

变量为产品信息的流畅性感知，因变量为消费者的产品偏好。 

2.3.1 实验材料和流程 

ch
in

aX
iv

:2
01

90
3.

00
21

6v
1



正式实验邀请 200 名普通成年消费者在线填写问卷（其中男性有 105 名）。核对后剔除

回答不完整以及答案全部一样的问卷，最终得到 189 份有效问卷。首先，实验参与者被告知

本研究目的在于了解消费者对产品的喜好。然后，参与者观看到一张虚拟品牌名为 Farber

电脑包的产品海报，除了品牌标识图示、电脑包产品图片和产品数字信息（尺寸和价格）以

外，该产品海报未包含其他信息。品牌标识图示由多角或者圆润的字体以及图形组成，并且

出现在产品当中以及海报的右下方（Jianget al., 2016）。产品数字信息由产品尺寸和定价构

成，在精确数字信息组，产品尺寸为 14.1~15.1 英寸，推荐价为 319.9 元；在大概数字信息

组，产品尺寸为 14~15 英寸，推荐价为 320 元（具体实验材料可参看附录）。当看完电脑包

的产品海报后，参与者要完成对该产品的品牌态度（测量同实验 2， = 0.86）的 7 分量表

评定，以及对广告流畅性感知的评定（测项来自 Yan（2016）的研究：广告容易理解/“它是

对的”感觉/信息是一致的以及连贯的/信息具有组织性/信息是可信的，其中 1 代表完全不同

意，7 代表完全同意;  = 0.87）。最后，被试填写自己的个人信息并结束实验。 

值得补充说明的是，实验 3 的广告材料部分之所以采用区间“14.1~15.1 英寸”的表述

方式，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原因：第一，我们在设计广告材料时，参考了电商网站上关于电

脑包的产品描述，这些描述基本都会给予一个尺寸的大概范围，所以为了让材料显得更真实，

我们也采用了现实中的这种描述方式；第二，在数字研究领域中，Wadhwa 和 Zhang（2015）

的研究也认为可以以一个范围来表示数字精确性的不同，比如高精确性的数字可以是 “这

本书大概 10.35~12.35 元”，低精确性的/大概数字可以是“这本书大概 10~12 元”；第三，

已有研究发现在加工以数字信息构成的范围时，人们更关注组成范围边界的数字而非范围本

身（Shoham, Moldovan, & Steinhart, 2018）。比如 Shoham 等（2018）发现当酒店评论的数

值从 8.3 分上升到 9 分后，相对于从 8 分上升到 9 分，人们会认为前者是从小数变成整数，

跨越了两个类别的边界，因此前者给人们带来的感知结果就是酒店的品质有了更高幅度的提

升（尽管后者的提升幅度更高）。作者将上述效应称为数字的“小数到整数效应

（Decimal-to-integer effect）”，该效应也进一步表明人们更关注的是组成类别的边界信息

（数字）而非包含的范围大小。基于上述考虑，我们保留了实验 3 中的采用以区间范围来表示

数字精确性的做法，并认为尽管 14.1~15.1 英寸代表的是一个范围而不是一个精确数字，但基于

组成其范围的边界数字属于精确数字，人们仍然会以加工精确数字信息的模式来对它进行加工。 

2.3.2 统计分析 

ch
in

aX
iv

:2
01

90
3.

00
21

6v
1



** ** 

0 

1 

2 

3 

4 

5 

6 

7 

精确 大概 

品
牌

态
度

 

产品数字信息 

多角 

圆润 

我们首先以消费者品牌态度评价为因变量进行 2（数字信息：精确 vs. 大概）× 2（品

牌标识：多角 vs. 圆润）的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数字信息主效应不显著（F (1, 185) = 1.28, p > 

0.05, 
2 
= 0.006），品牌标识的主效应不显著（F(1, 185) < 1, p > 0.05, 

2 
= 0.000006），数字

信息与品牌标识的交互效应显著（F(1, 185) = 19.26, p < 0.001, 
2 

= 0.09；见图 3 示意图）。

具体而言，当产品采用精确数字信息时，相比起圆润品牌标识，参与者对呈现多角品牌标识

的产品评价更高（M 多角 = 5.41, SD = 0.88, M 圆润 = 4.83, SD = 0.69, F (1, 185) = 9.71, p < 0.01, 

Cohen's d = 0.73）；反之，当产品采用大概数字信息时，相比起多角品牌标识，参与者对呈

现圆润品牌标识的产品评价更高（M 多角 = 4.69, SD = 1.11, M 圆润 = 5.26, SD = 0.78, F(1, 185) = 

9.55, p < 0.01, Cohen's d = 0.59）。上述结果重复支持了假设 2a 和 2b。 

 

 

 

 

 

 

 

 

图 3 实验 3 中产品数字信息和品牌标识对消费者品牌态度的影响（M±SD） 

注：*代表在 p=0.05 水平下显著，**代表在 p= 0.01 水平下显著，*** 代表在 p= 0.001 水平下显著。 

为探究信息流畅性的中介作用，我们首先对消费者广告信息流畅性感知进行 2（数字信

息：精确 vs. 大概）× 2（品牌标识：多角 vs. 圆润）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数字信息主效应

不显著（F (1, 185) < 1, p > 0.05, 
2 
= 0.0003），品牌标识的主效应同样不显著（F (1, 185) < 1, 

p > 0.05, 
2 
= 0.0008），但数字信息与品牌标识的交互效应显著（F (1, 185) = 14.89, p < 0.001, 


2 
= 0.07）。具体而言，当产品采用精确数字信息时，相比起圆润的品牌标识，实验参与者

对呈现多角品牌标识的广告流畅性感知更高（M 多角 = 5.39, SD = 0.87; M 圆润 = 4.95, SD = 0.67, 

F (1, 185) = 5.96, p < 0.05, Cohen's d = 0.57）；反之，当产品采用大概数字信息时，相比起多

角的品牌标识，参与者对呈现圆润品牌标识的广告流畅性感知更高（M 多角 = 4.94, SD = 1.13, 

M 圆润 = 5.47, SD = 0.66, F (1,185) = 9.10, p < 0.01, Cohen's d = 0.57）。上述结论与本文的理论

预期是一致的。接下来，我们参照 Hayes（2013, Model 8）中介分析模型，样本量选择为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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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形状 

数字精确性 

X 

在 95%置信区间下使用 Bootstrapping 法来检验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以此来验证信息流

畅性感知在数字信息精确性和品牌 LOGO 形状交互作用于产品评价的过程中扮演中介变量

的角色。如前所示，品牌标识×数字信息的交互作用对感知流畅性具有显著影响作用（ = 0.98; 

95% CI = 0.48 to 1.48）；同时，当流畅性作为中介变量纳入进模型中时，流畅性中介了在精

确数字信息情况下品牌标识对品牌态度提高的影响（ = -0.33, 95% CI = -.58 to -.10）；同时，

流畅性也中介了在大概产品数字信息情况下品牌标识对品牌态度提高的影响（ = 0.41, 95% 

CI =.14 to .70，见图 4）。整体而言，感知流畅性的中介作用是显著的（ = 0.74, 95% CI = .38 

to 1.12）。 

 

 

 

 

 

 

 

 

图 4 实验 3 中广告信息流畅性感知的中介示意图 

注：*代表在 p=0.05 水平下显著，**代表在 p= 0. 01 水平下显著，*** 代表在 p= 0.001 水平下显著。 

2.3.3 讨论 

实验 3 的结果验证了 H2a，H2b 和 H2c，即产品数字信息与品牌标识之间的匹配关系加

强了消费者对广告信息加工的流畅性感知，这一流畅性感知进一步导致消费者产品评价的提

高。具体而言，当产品采用精确数字信息来描述时，相比起圆润品牌标识，消费者对多角品

牌标识的产品流畅性感知更高，进而导致更高的评价；而当产品采用大概数字信息描述时，

相比起多角品牌标识，消费者对圆润品牌标识的产品流畅性感知更高，进而导致更高的评价。 

至此，实验 1~3 都验证了数字信息与品牌标识形状之间存在着“精确——多角”和“大

概——圆润”的匹配效应，但这种匹配效应是否会一直存在呢？在何种情况下该匹配关系会

消失甚至反转呢？对该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我们了解上述效应的边界适用条件。但值得说明的

是，本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并不是为了指出数字信息与形状之间存在关联的确切原因。如同

前期类似的数字研究（Yan, 2016）一样，我们认为数字精确性与形状之所以产生关联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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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存在多种可能的未知解释。因此本文的研究重点是以发现两个概念存在联结为研究重点，

这种做法跟以往研究两个概念存在关联的文章是一样的（e.g., Pena-Marin & Bhargave, 2016; 

Rozin, Hormes, Faith & Wansink, 2012; Yan, 2016）。 

如前所述，不同精确程度的数字信息所表达的象征意义与不同形状所代表的象征意义相

符，这有可能导致了数字——形状之间的匹配关系。这些象征意义的形成通常来源于日常生

活中的经验，人们每天接触到的这些经验事实确证了数字和形状的象征意义。如多角形状的

“对抗性”象征意义来源于日常生活中人际间互不妥协、相互对抗的交流互动所带来的心理

不适感与多角形状带来的痛感类似，因此人们对“多角形状”赋予 “对抗性”的象征意义。

然而，生活中仍不乏一些反例（如有时候精确数字与女性、而非与男性相关联）的存在。如

果我们可以提高这些反例信息在人们头脑中的可通达性，就有可能影响数字和形状的象征意

义，从而扰乱“多角——精确以及圆润——大概”这一匹配关系，进而可能会削弱甚至反转

数字信息与品牌标识形状之间的匹配效应。事实上，在以往其他研究领域中也不乏通过提供

反例来反转概念联结的研究。例如 Li, Haws 和 Griskevicius（2019）发现启动育儿动机

（Parenting motivation）后男性会产生未来时间导向，而女性会产生当前时间导向，这种结

果的出现源于与性别相关的特定育儿角色刻板印象——刻板地将母亲的角色定义为照料者，

将父亲定义为养家糊口的人。反之，如果启动非典型刻板印象（如养家糊口的是母亲而在家

照顾孩子的是父亲），实验结果就出现反转：男性产生当前时间导向，女性产生未来时间导

向。类似的，Toure-Tillery 和 Fishbach（2017）在探索空间距离对人们捐赠行为的影响时发

现空间距离近—影响强/空间距离远—影响弱这一隐喻联系导致了人们更愿意对近距离的受

助者提供帮助（因为感知自己的帮助更能够对其产生影响），而如果提供反例从而逆转该隐

喻为“空间距离远——影响强/空间距离近——影响弱”，上述近距离的效应便会消失。 

简言之，我们通过提供与现有的不同精确程度数字的象征意义相反的例子，进而改变精

确数字——多角形状和大概数字——圆润形状这一联结关系，为数字——形状的匹配效应提

供可能的边界条件。在实验 4 中，我们拟从数字的性别象征意义（精确=男性，大概=女性）

出发，探索如何通过反转数字的这一象征意义，进而反转数字与形状之间的匹配关系。如前

所述，形状与数字之间的关联可能来自于它们均具有相似的象征意义（如能力与热情、对抗

与妥协、严肃与感性、男性与女性，等等），而性别的常人理论（Lay theories）认为能力/

对抗性/理性等均代表了男性特征（Yan, 2016），而妥协性和感性等则代表了女性特征，所

以我们在数字的众多象征意义中挑选出更具包容性的象征意义——数字的“性别”象征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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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数字——形状匹配关系的反转操作。此外，从实验可操作层面来看，操纵数字与性别的联

结模式（比如将固有的“精确=男性/大概=女性”改变为“精确=女性/大概=男性”）远比操

纵数字与其他概念之间（如数字与感性/理性）的联结模式来得简单与可行；而且操纵数字

与性别的联结模式有现有研究可供参考与借鉴（Yan, 2016）。 

根据以往研究，最初作为计算工具而产生的数字信息，它的性别象征意义来自于后天的

学习，而这种后天习得的象征意义常常会受到情境的影响而发生变化。例如，Yan（2016）

提出形成“精确=男性”、“大概=女性”象征意义的原因之一可能来自于职业刻板印象。一些需

要高精确性的行业，如科学家、程序员等，常常都是以男性为主导；而一些不需要高精确性

的行业，如家政服务人员、清洁工等往往都是以女性从业人员居多。这种“男性”与“高精确

性”、“女性”与“低精确性”的长期联系会导致人们头脑中形成“精确=男性”、“大概=女性”的

象征意义。但是，在某些情境下这种职业刻板印象会发生反转。例如，一些女性占主导地位

的职业中往往也需要高度的精确性，如会计、银行柜员等；而一些男性占主导地位的职业中，

如保安、一线建筑工人等则不需要高度的精确性。我们如果在短时间内给人们频繁呈现这几

种类型的职业，有可能会使个体暂时地产生“精确=女性”、“大概=男性”的象征联结。进一步，

那些已经启动了这一联结的消费者看到具有不同精确性的产品数字信息与不同形状品牌标

识的产品海报时，海报中的精确数字的“女性”象征意义得到激活，从而与圆润品牌标识同样

激活的“女性”象征意义产生匹配，进而影响他们对该产品的评价；同样的，海报中的大概

数字信息的“男性”象征意义得到激活，从而与多角品牌标识所同样激活的“男性”象征意

义产生匹配，进而影响他们对该产品的评价。基于此，假设如下： 

H3a：在“精确=男性”、“大概=女性”联结下，在精确数字信息背景下，具有多角品牌标

识（相比起圆润品牌标识）的产品会引发更高的消费者评价；反之，在大概数字信息背景下，

具有圆润品牌标识（相比起多角品牌标识）的产品会引发更高的消费者评价； 

H3b：在“精确=女性”、“大概=男性”联结下，在精确数字信息背景下，具有圆润品牌标

识（相比起多角品牌标识）的产品会引发更高的消费者评价；而在大概产品数字信息背景下，

具有多角品牌标识（相比起圆润品牌标识）的产品会引发更高的消费者评价。 

2.4 实验 4 数字－性别象征意义的调节作用 

实验 4 采用 2（数字性别联结模式：精确=男性/大概=女性 vs. 精确=女性/大概=男性）× 

2（品牌标识：多角 vs. 圆润）× 2（数字信息：精确 vs. 大概）被试间实验设计。实验目

的在于检验当数字的性别联结模式改变时，是否能够影响品牌标识与数字信息之间的匹配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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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进而影响他们对相关产品的评价。具体表现为当数字性别联结模式变成“精确=女性/

大概=男性”时，多角品牌标识与大概数字信息更匹配，而圆润品牌标识与精确数字信息更

匹配。自变量为数字－性别联结模式、品牌标识形状和产品数字信息的精确性，因变量为消

费者产品态度。本研究还采用了不同方法来操纵品牌标识形状和数字信息精确性，以及在不

同的产品品类里进一步验证实验 2 和实验 3 的结果。 

2.4.1 预实验 

根据 Yan（2016）的研究，本实验采用五个女性主导并需要高精确性的职业和五个男性

主导并需要低精确性的职业共同来启动“精确=女性”、“大概=男性”的联结；与此同时，还采

用五个男性主导并需要高精确性的职业和五个女性主导并需要低精确性的职业共同来启动

“精确=男性”、“大概=女性”的联结。预实验的目的在于确认所选择的职业是否符合实验目的。 

预实验选择了二十个职业，让不参与正式实验的 26 个参与者评价这些职业是由男性主

导还是由女性主导（1 为“完全由女性主导”，7 为“完全由男性主导”），以及这些职业需要

精确性的程度（1 为“完全不需要精确性”，7 为“非常需要精确性”）。其中五个职业是女性

主导并需要高精确性的是：会计、柜员、收银员、出纳、缝纫工；五个职业是男性主导并需

要高精确性的是：科学家、程序员、金融分析师、证券经理、工程师；五个职业是女性主导

并需要低精确性的是：文员、家政服务员、瑜珈教练、幼师和图书管理员；五个职业是男性

主导并需要低精确性的是：保安、足球教练、搬运工人、建筑工人和厨师。首先，对比“女

性主导并需要高精确性”和“男性主导并需要低精确性”的 10 种职业在“男性主导还是女性主

导”测项上的得分。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女性主导且需要高精确性的职业在“男性主导

还是由女性主导”得分上显著低于男性主导且需要低精确性的职业（M 女性 = 2.71 vs. M 男性 = 

6.18, t (25) = -19.59, p < 0.001, d = 6.43）。然后，对比“男性主导并需要高精确性”和“女性主

导并需要低精确性”的 10 种职业在“男性主导还是女性主导”测项上的得分。配对样本 t 检验

结果表明，男性主导且需要高精确性的职业在“男性主导还是女性主导”得分上显著高于女性

主导且需要低精确性的职业（M 男性 = 5.15 vs. M 女性 = 2.63, t (25) = -12.44, p < 0.001, d = 4.16）。 

同样，为了比较“精确性”得分，我们首先对比“女性主导并需要高精确性”和“男性主导

并需要低精确性”的 10 种职业在“精确性”测项上的得分。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女性主导

且需要高精确性的职业在“精确性”得分上显著高于男性主导且需要低精确性的职业（M 女性 = 

5.17 vs. M 男性 = 3.87, t (25) = 5.30, p < 0.001, d=1.55）；然后，对比“男性主导并需要高精确性”

和“女性主导并需要低精确性”的 10 种职业在“精确性”测项上的得分。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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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男性主导且需要高精确性的职业在“精确性”得分上显著高于女性主导且需要低精确性

的职业（M 男性 = 6.28 vs. M 女性 = 4.04 , t (25) = 11.30, p < 0.001, d = 2.84）。通过上述预实验，

我们成功的确定即将用于主实验的，并用来启动精确性与性别概念联结的职业信息。 

2.4.2 实验材料和流程 

正式实验邀请 244 名普通成人消费者在线填写问卷，其中包括 96 名男性。所有人被随

机分配到了八个组（精确=男性/大概=女性 vs.精确=女性/大概=男性）×（圆润型品牌标识 vs.

多角型品牌标识）×（精确数字信息 vs.大概数字信息）。首先，参与者被告知本研究包括两

个不相关的小实验。第一个实验拟调查人们对不同职业的感知。要求参与者对十个不同职业

“由女性主导还是由男性主导”，以及这些职业所需要精确性的程度进行 7 分量表的评定。一

半的参与者参加“精确=女性”、“大概=男性”组，这些职业包括会计、柜员、收银员、出纳、

缝纫工和保安、足球教练、搬运工人、建筑工人、厨师。其中前五个职业是女性主导并需要

高精确性，后五个职业是男性主导并需要低精确性。另一半被试参加“精确=男性”、“大概=

女性”组，这些职业包括科学家、程序员、金融分析师、证券经理、工程师和文员、家政服

务员、瑜珈教练、幼师和图书管理员。其中前五个职业是男性主导并需要高精确性，后五个

职业是女性主导并需要低精确性。 

第一个实验结束后，参与者要完成对某款平板电脑的评价。参与者会看到一张虚拟品牌

名为 LANE 的平板电脑的产品海报，除了品牌标识图示、平板电脑产品图片和产品数字信

息以外，该产品海报未包含其他信息。品牌标识图示由多角或者圆润的字体以及图形组成，

出现在产品当中以及海报的左上方（Jiang et al., 2016）。在精确数字信息组，产品信息为

“5.99mm 的劲薄体验！《消费者报道》打分为 90.02，表现优于同类竞争品牌 9.98%！连续

续航时间高达 48 小时”；在大概数字信息组，产品信息为“6mm 的劲薄体验！《消费者报道》

打分为 90，表现优于同类竞争品牌 10%！连续续航时间高达 2 天”。看完产品海报后参与者

完成对产品的态度评价（测项同实验 2，=0.87）并填写自己的个人信息。 

2.4.3 统计分析 

对消费者品牌态度进行 2（数字性别联结模式：精确=男性/大概=女性 vs. 精确=女性/

大概=男性）× 2（数字信息：精确 vs. 大概）× 2（品牌标识：多角 vs. 圆润）的方差分析。

结果表明数字性别联结模式、数字信息和品牌标识的主效应、以及两两间的交互效应均不显

著（ps > 0.05），但与预期一致的是三者的交互效应显著（F (1, 236) = 23.12, p < 0.001, 
2 
= 0.09，

见图 5），简单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当数字性别联结模式为“精确=女性”、“大概=男性”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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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产品采用精确数字信息描述，那么相比起多角品牌标识，参与者对圆润品牌标识的品牌

评价更高（M 多角 = 5.33, SD = 0.91, M 圆润 = 5.90, SD = 0.73, F (1, 134) = 7.25, p < 0.01, Cohen's d 

= 0.69）；反之，如果产品采用大概数字信息，那么相比起圆润品牌标识，参与者对多角品

牌标识的产品评价更高（M 多角 = 5.82, SD = 0.91, vs. M 圆润 = 5.35, SD = 0.97, F (1, 134) = 4.68, 

p < 0.05, Cohen's d = 0.50）。当数字性别联结模式为“精确=男性”、“大概=女性”时，如

果产品采用精确数字信息，那么相比起圆润品牌标识，参与者对多角品牌标识的产品评价更

高（M 多角 = 5.75, SD = 0.8, M 圆润 = 5.22, SD = 0.84, F (1, 102) = 6.58, p < 0.05, Cohen's d = 0.65）；

反之，如果产品采用大概数字信息，那么相比起多角品牌标识，参与者对圆润品牌标识的产

品评价更高（M 多角 = 5.19, SD = 0.96, M 圆润 = 5.74, SD = 0.47, F (1, 102) = 5.64, p < 0.05, 

Cohen's d = 0.73）。 

 

 

 

 

 

 

图 5 不同数字--性别联结模式下（“精确=女性”（左图）和“精确=男性”（右图））数字信息和品牌标识对产品评价的影响（M

±SD） 

注：*代表在 p=0.05 水平下显著，**代表在 p= 0.01 水平下显著，*** 代表在 p= 0.001 水平下显著。 

2.4.4 讨论 

实验 4 的结果验证了 H3a 和 H3b，即数字与性别之间的联结关系会影响产品数字信息

与品牌标识形状之间的匹配关系，进而影响消费者对产品的评价。当启动消费者形成“精确=

男性”、“大概=女性”的联结时，多角品牌标识与精确数字信息更匹配，圆润品牌标识与大概

数字信息更匹配。因此，当产品采用精确数字信息时，相比起圆润品牌标识，消费者对采用

多角品牌标识的产品评价更高；当产品采用大概数字信息时，相比起多角品牌标识，消费者

对采用圆润品牌标识的产品评价更高。但当启动消费者形成“精确=女性”、“大概=男性”联结

时，多角品牌标识与大概数字信息更匹配，圆润品牌标识与精确数字信息更匹配。因此，当

产品采用精确数字信息时，相比起多角品牌标识，消费者对采用圆润品牌标识的产品评价更

高；当产品采用大概数字信息时，相比起圆润品牌标识，消费者对采用多角品牌标识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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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更高。实验 4 的设计有其独特价值，因为它通过直接操纵数字的性别象征意义，验证了

数字精确信息与形状知觉产生匹配效应的原因之一——数字精确信息与形状知觉具有相似

的象征意义。因此，当启动与当前数字象征意义相反的例子时，会反转数字信息与形状知觉

的匹配关系。 

3 研究结论与讨论 

3.1 总的结论 

本文通过 4 个实验验证了产品数字信息与品牌标识形状之间存在着匹配关系，这种关系

会通过影响消费者的流畅性感知，进而影响对具有不同产品数字信息与品牌标识形状的产品

的评价。实验 1 采用大学生被试，通过内隐联想测试证实了人们头脑中存在数字信息与形状

之间的联结。即相对于圆润形状，精确数字更紧密地与多角形状联系起来；相对于多角形状，

大概数字更紧密地与圆润形状联系起来。实验 2 进一步扩展了样本人群，并将上述的发现应

用到消费情境当中，证实在精确产品数字信息背景下，相比起圆润品牌标识，消费者对多角

品牌标识的产品给予更高的评价；在大概产品数字信息背景下，相比起多角品牌标识，消费

者对圆润品牌标识的产品给予更高的评价。实验 3 采用不同的自变量操纵方式、不同的产品

品类继续确认了该效应的存在，并进一步探讨这一匹配效应产生的中介机制——流畅性感知

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实验 4 通过直接操纵精确性数字与性别之间联结模式，一方面验证了本

文所提出的数字-形状产生关联的可能原因，另一方面也对实验 2 和 3 的结论提供了边界条

件，结果表明当数字的性别象征意义由“精确=男性”、“大概=女性”转变为“精确=女性”、“大

概=男性”，它可以改变数字信息与品牌标识形状之间的匹配关系。在这种情境下，精确数字

更多地与圆润品牌标识产生匹配，大概数字更多地与多角品牌标识产生匹配，从而进一步影

响相应的产品评价。 

3.2 理论贡献 

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本文为数字信息的空间特性提供了新证据，丰富了数字认知领域的相关知识。人

类具有有别于动物的独特数字能力：不仅具有强大的计数和运算能力，还能形成完备的数字

概念系统。研究者普遍认为数字信息作为一种抽象的概念表征，人们常常会用更为具体的概

念表征，如空间知觉，对其进行理解（徐晓东，刘昌，2006）。数字与空间的联系是数字认

知领域一个由来已久的话题。目前关于这种联系最为重要的隐喻是心理数字线隐喻，该隐喻

探索的是数字的可对比性（不同大小的数字）与空间方位之间的联系。而本文进一步探索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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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了数字的另一种可对比性特征（不同精确程度的数字）与空间形状之间的联系：不同精

确程度的数字会与多角或圆润形状产生关联，人们头脑中倾向于将精确数字信息与多角形状、

大概数字信息与圆润形状联系起来。 

目前的研究从两个领域——语言学角度和社会认知角度对数字信息与形状之间形成关

联的原因进行了解释。在语言学上，英文表达上存在用“Sharp”来同时表达精确数字和尖

锐形状、用“Round”来同时表达大概数字和圆润形状的方法；在汉语表达中也存在用尖锐

形状引申用作表达精确之意、用圆润形状引申用作表达粗略之意的方法。这种表达方式会间

接导致人们将形状的象征意义用于涉及数字的具体决策情境中，如将圆润形状的象征意义

“圆满完成”感知映射到大概数字上，从而影响他们在消费情境中的判断决策。但这部分的

研究仅是间接地发现并应用了两者的关系，而并未直接探索精确数字与多角形状、大概数字

与圆润形状的直接关联及其应用。 

社会认知角度则从数字与形状均具有相似的象征意义出发，探讨了两者存在关联的原因。

人们在不同情境下加工各种数字信息时，数量情境下的具体体验将会激活各种知觉、情感和

动机，并且这些状态至少会部分地保留下来以形成数字信息的象征意义。例如，精确数字信

息会让人们联想到信心（Jerez-Fernandez, et al., 2014）、能力（Xie & Kronrod, 2012）、男

性化（Yan, 2016）和攻击性（Backus et al., 2015），等等，而这种象征意义与尖锐形状的典

型象征意义相类似。同时，大概数字信息会让人们联想到灵活性、女性化、妥协与包容，等

等，而这些特征与圆润形状所代表的象征意义相类似。因此，这种象征意义的相似性会导致

两者产生关联，进而影响人们对不同匹配条件下的信息加工：匹配条件下加工更快，不匹配

条件下加工更慢。我们进一步通过实验 4 来验证我们的猜测：如果形状与数字关联的来源之

一是它们拥有相似的象征意义，那么只要改变其中一方的象征意义，就有可能改变它们相互

之间的匹配关系。实验 4 的结果表明数字象征意义的变化确实会反转数字信息与形状信息

之间的匹配效应。 

但不得不承认，本文所发现的数字精确性与形状之间的匹配效应可能还存在其他的解释。

比如可能是因为大概数字多以数值“0”结尾，这有可能导致它与圆润形状存在视觉上的相

似性；而精确数字较少地包含数值“0”，这有可能导致它与多角形状在视觉上更相似，从

而导致人们在匹配状态下的个体加工优势。为排除这一解释，我们在实验中增加了精确数字

组中数值“0”的个数。例如在实验 2 的精确数字组，我们在“产品重量”上采用了精确数

字“4.05”。同样的，在实验 4 中的我们采用数字“90.02”来表示精确数字，力求与大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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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组“0”的个数保持一致，统计结果表明该实验中的匹配效应与未采用该操作的实验 3 的

结果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实验 4 中引入了数字的性别象征意义的反例，通过反转性别与数

字精确性概念的联结模式，从而反转数字精确性与形状之间的匹配关系。实验 4 的结果在一

定程度上排除了视觉机制的解释，这是因为如果数字与形状之间的联系是由于视觉相似性导

致的，那么实验四的性别与精确性的联结反转操纵就不太可能影响到数值精确性与形状之间

的联结模式。 

第二，本文推进了品牌标识领域的理论发展（Hagtvedt, 2011; Jiang et al., 2016; 王海忠， 

范孝雯，欧阳建颖，2017）。大量美学与心理学领域的文章表明，相比起多角的形状，人们

普遍喜欢圆润的形状（e.g., Moshe & Maital, 2006）。这是因为多角的形状往往与对个体的

身体伤害相关。相比起圆润形状，多角的形状往往唤起更高的被威胁感。而在视觉品牌设计

的教学中，设计者也常常被告知，圆形是优雅的，它们的曲线是女性化的，它们是温暖的、

舒适的，给别人一种性感和爱的感觉。一些研究者证实了人们在消费情境中对圆润形状而非

多角形状的偏爱（Westerman et al., 2012）。然而，这种偏爱可能存在多种调节变量，例如，

一些个体自身因素，如自我建构类型（独立自我建构 vs.依存自我建构）或者文化类型（个

体主义文化 vs.集体主义文化）会对这种偏爱起到调节作用（Zhang et al., 2006）。本研究基

于另一个角度——产品信息因素，提出了消费者品牌标识形状偏爱的又一种调节变量——产

品数字信息。本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对多角形状和圆润形状的偏爱受到产品数字信息的影响。

在精确产品数字信息背景下，消费者更偏爱具有多角品牌标识的产品；而在大概产品数字信

息的背景下，消费者则更偏爱具有圆润品牌标识的产品。 

第三，本文也对消费领域中数字信息对产品评价的影响效应进行了补充。目前已有部分

研究探索了数字的精确程度对消费者判断与评价的影响。例如，研究者发现相比起大概数字，

精确数字更具有说服力（Jerez-Fernandez et al., 2014;Schindler &Yalch, 2006），这是因为人

们可以从精确程度中推断真实性。而另一些研究发现大概数字加工起来会更流畅（King & 

Janiszewski, 2011），从而促使消费者采用感觉性加工，导致他们对同样基于感觉性加工的

享乐型产品评价更高（Wadhwa & Zhang, 2015）。本研究首次将品牌标识形状信息这一变量

引入数字加工领域，为理解消费者如何加工数字信息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本研究的结果表

明：数字信息的说服力以及产品信息的加工流畅性感知，可能取决于背景信息——品牌标识

形状是多角的还是圆润的。本研究的实验 2 至实验 3，以及实验 4 的部分结果都表明了当品

牌标识为多角形状时，采用精确数字信息更具有说服力——它会使消费者对产品信息的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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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畅性感知更高，从而提高对产品的评价；而当品牌标识为圆润形状时，采用大概数字信息

更具有说服力。 

另外，值得说明的是实验 1 是在内隐层面发现了数字精确性与形状知觉的联系，实验

2~4 都是在消费情境中的外显层面报告了人们同样存在数字精确性与品牌标识形状的匹配

性，即人们在需要更深层次的思考而非快速的反应时加工中，仍然会根据数字精确性和形状

信息的匹配关系对品牌作出不同的评价，这说明人们可能在外显层面也认可“多角形状－精

确数字”与“圆润形状－大概数字”的匹配。虽然我们仅在英语表述中发现了不同精确数字

的形状隐喻表达（如 Sharp numbers 或者 Round numbers），但在汉语中也不乏用精确性的

形状隐喻。例如“看问题很尖锐”是用形状来形容人的眼光精准深刻，“做事很圆滑”则指

为人处世善于敷衍讨好/不较真，这种说法也可能影响人们在外显层面对两者关系的认识。 

3.3 实践启示 

本文的实践启示主要有以下两点。首先，它为企业根据自身的品牌标识形状设置产品数

字信息的表达方式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对于采用多角形状作为品牌标识的品牌而言，采用更

精确数字的定价方式，可能会更有利于促进消费者对它的评价和购买。相反，采用圆润形状

作为品牌标识的品牌如果采用大概数字的定价方式，有可能会有利于促进消费者的产品评价

和购买。而且，企业还可以有针对性地主动提供不同精确程度的数字信息（如消费者的评分，

产品重量、尺寸等），来匹配不同的品牌标识形状。其次，本文的结果同时可以给某些特定

行业提供品牌标识形状设计的参考。例如，对于一些喜欢用数字进行命名的品牌或产品（如

波音公司的机型 747/767/777 等；空客公司的 300/310/340），如果能设计与这些数字名称相

匹配的品牌标识形状，会有利于从细微的角度提升消费者评价。 

3.4 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 

同其他研究一样，本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并有待未来研究和解决。 

第一，虽然我们在实验 2~4 中采用与目前已有研究相似的操纵数字精确性的方式（如，

在 Pena-Marin 和 Bhargave（2016）的研究中，采用 103.97 作为精确数字，采用 100 作为大

概数字），但我们不能完全排除数字位数对我们研究结果的影响。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在

数字位数上进行匹配以更精确地操纵这两种数字，比如，当精确数字为 319.9 元时，大概数

字可以用 320.0 元来表达。 

第二，如同现有考察数字与其他概念联结的研究一样（e.g., Yan, 2016），尽管本文已

经发现数字与形状之间的联系，但这种联系的来源并未完全清楚。本文的实验 4 从数字与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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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具有相似的象征意义这一角度来对两者的匹配关系进行解释并以此提出可能的边界条件，

但是仍然存在另外一些可能的原因来解释这一现象，比如前言所提到的语言相同所产生的直

接关联。因此，实验 4 中的职业感知任务（即联结启动任务）是否并非起到通过扭转数字的

性别象征意义进而影响“数字—形状”之间匹配关系的作用，而仅仅是启动了实验参与者头

脑中的反刻板信念，进而有意识地减少了对“数字—形状”这一刻板印象的使用？换句话说，

实验 4 有可能并非验证的是数字与形状具有相似的象征意义这一解释。虽然目前的刻板印象

干预的研究（如，庞小佳，张大均，王鑫强，王金良，2011）并未能推导实验 4 中的职业感

知任务可以促使个体形成某种跨领域性质的（Cross domain）的反刻板信念，即对其他领域

的刻板印象也能起到抑制与纠正的作用，但未来的研究仍需要排除这种“反刻板信念”的可

能解释。 

另外，认知神经科学领域的神经复用假设（Neural reuse hypothesis; Anderson, 2010）提

出某具体脑区所承担着的原有的低级认知功能够起到支持高级认知功能发展的作用，新的认

知功能在种系进化或个体发育过程中可以整合到原有脑区中，并保存原有脑区功能。那么，

作为人类较晚时期才进化出来的数字概念，是否与较早时期的视觉形状加工使用重叠的脑区，

从而导致两者存在关联？未来可能需要采用脑功能成像的方法来探索这一可能解释。最后，

虽然我们采用在精确数字组中加入更多的数值“0”来匹配精确数字与大概数字中包含“0”

的个数，但我们并不能完全排除视觉相似性这一解释，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以汉语数字形式

或者以听觉形式呈现数字信息（如播放数字信息），来重复验证数字信息与视觉形状之间的

匹配关系。 

第三，本文通过品牌标识与产品数字信息对产品评价的共同影响，探索了数字与形状的

联系在消费实践中的应用。然而除了品牌标识形状，消费情境中还存在着大量的其他形状，

如产品形状、包装形状、产品货架排列形状，等等。后续研究可以进一步在这些情境中验证

数字与形状的联系。 

第四，未来还可以进一步探索品牌标识的其他属性、如颜色、大小、图案等，与数字

信息之间的联系。例如，已往研究中已经发现的红色与蓝色效应（Mehta & Zhu, 2009）是否

有可能会与数字信息产生交互，进而影响消费者对产品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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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umerical information, such as time, temperature, prices, and product quality ratings, is 

widely used in our daily lives. As a representation of abstract concepts, numbers have been found 

to be associated with a concrete concept representation, which is spatial position. Our study 

enriches this line of research by exploring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numbers and shapes. Our study 

suggests that individuals may project shape information to precise or round numbers. Specifically, 

precise numbers (round numbers) are likely to be associated with angular shapes (circular shape).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materials that feature angular (circular) brand logo shapes may result in 

favorable evaluations when the numerical information of the product is precise (round).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conducted four experiments to test the hypotheses. Study 1 used an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to examine the implicit association between numbers and shapes. A total 

of 39 undergraduate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study 1 (19 men) and were instructed to sort a series 

of stimuli (numerical and shape stimuli) into two categories as quickly as possible. In compatible 

blocks, the two categories were “precise or angular” and “round or circular.” In incompatible 

blocks, the two categories were “round or angular” and “precise or circular.” Study 2 sought to 

investigate the marketing implications of this association. A total of 125 adults (56 men) were 

shown an advertisement of a quilt. The advertisement contained no other information except the 

brand logo and numerical information. After reading the product information, all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indicate their product attitudes. Study 3 investigated the mediation role of processing 

fluency. A total of 200 adult participants (105 men) were provided with information about a laptop 

bag. After reading the product information, all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indicate their product 

evaluation and processing fluency. Study 4 investigated the boundary effect of concept association 

(“precise = male” vs. “precise = female”). The procedures consisted of two phases. A total of 244 

adults completed a job perception study in phase 1, where the association of the salience concept 

was manipulated by asking the participants to rate 10 different jobs. In phase 2, the participants 

were shown an advertisement of a pad and were asked to indicate their perception on the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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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studies 2–4, numerical precision was manipulated through a description of product size, price, 

weight, or review scores. 

  The results of study 1 show that the participants classified compatible blocks faster than 

incompatible blocks. This finding supports the hypothesis that numerical precision and shapes are 

connected. Precise numbers were indeed associated with angular shape , whereas round numbers 

were associated with circular shape. The results of studies 2–4 confirm the marketing implications 

of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numbers and shapes.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 with an angular 

(circular) brand logo shape may result in favorable evaluations when the product numerical 

information is precise (round). Moreover, study 4 fou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concept 

association. Consistent with the reasoning, when participants were informed with the “female= 

precise” associati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numerical precision and brand logo shape was 

reversed.  

  This research contributes to the literature of numerical cognition and brand logo shape. It 

provides managers with guidelines on brand logo design and product numerical information 

setting. 

Key words: numerical information; brand logo shape; processing flu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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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实验一材料示例：多角与圆润形状 

多角形状 

  

 

圆润形状 

 
 

 

多角形状 

 

  

圆润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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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润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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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角形状 

 

 

 

  

 

 

 

圆润形状 

 

  

多角形状 

 

 

 

圆润形状 

 

 

 

数字材料 

精确数字 

109.5 2345 1232 

大概数字 

4210 4220 1220 

219.2 4593 1899 2170 2090 2300 

32.15 1999 3498 1250 7000 4570 

1979 2019 320.9 5880 4670 3900 

4188 2761 45.13 3000 4590 6000 

2457 213.6  6110 2050  

876.9 348.5  7890 3970  

23.78 985.2  8200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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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6 12.56  9010 2100  

5321 89.34  4870 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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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二材料示例： 

“多角－精确”组 “圆润－大概”组 

  

 

品牌态度 差    1——2——3——4——5——6——7  好 

 不喜欢  1——2——3——4——5——6——7  喜欢 

 负面   1——2——3——4——5——6——7  正面 

 完全不值得信赖 1——2——3——4——5——6——7 完全值得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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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三材料示例： 

“多角－精确”组 “圆润－大概”组 

 
 

 

 

品牌态度 同实验二 

流畅性              完全不同意 1——2——3——4——5——6——7 完全同意 

 该广告非常容易理解 

 观看这一广告的海报给你一种“它是对的”的感觉 

 该广告中包含的信息是一致的以及连贯的 

 该广告非常具有组织性 

该广告中包含的信息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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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四材料示例： 

“多角－精确”组 “圆润－大概”组 

  
 

 

职业（如会计） 完全由女性主导    1——2——3——4——5——6——7  完全由男性主导 

 完全不需要精确性   1——2——3——4——5——6——7  非常需要精确性 

因变量 同实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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